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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社会主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1947-1965）
1
 

 

常 安2 
 

【内容提要】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过程中，通过社会主义宗旨所要求的贯彻群众路线、培

养少数民族干部，成功促进了中央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直接沟通；通过让各族人民群众翻身当

家做主、改善民生福祉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举措，形塑起各族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发自内心的

认同；通过民族平等之制度前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制度性组织模式，以及相关具体实践途径，

实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在社会主义国家单一制、人民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基础之

上，民族区域自治成功地将国家内部的不同民族凝聚成为具备有机整体结构的“中国人民”，呈

现为一种促进沟通、赢得认同、实现团结、巩固统一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过程。因此，

民族区域自治成功实现清末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质的飞跃的制度要义，恰在于社会主

义这一国家根本制度。 

【关键词】统一多民族国家；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

度，既保证了国家的集中统一与有效治理，又实现了各民族公民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充分享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被认为是区别于中国古代以“怀柔羁縻”制度为特征的少数民族地区治理

模式的“新办法”。
3
 那么，这个“新办法”新在何处？或者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区别于中国

古代羁縻制度的内在质的规定性何在？笔者以为，这正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根本制度（现行《宪法》第一条第二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民族事务的宪制安排，民族区

域自治以平等为天然追求，其自治的含义与自治权的行使，是指广大少数民族公民平等当家做主；

民族区域自治强调团结和共同体的凝聚，旨在建立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而非所谓的“分其势而众建之”。我们理解和把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牢记社会主义这一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初心”，而非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一种差异化政治安排抑或优惠待遇，否

则，其就很难体现所谓“新办法”之新。
4
 

而我们如果把目光投诸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就会发现，新中国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所确立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以及“人民五亿得团

圆”“万方乐奏有于阗”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实现质的飞跃的盛景写照，实际上无论是

中国古代以怀柔、羁縻制为代表的治理模式，还是清末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相关政治努力，都未

能实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区域自治才被称为成功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新办法”。 

那么，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新中国民族政策是以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制度属性和运

行模式，实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凝聚，并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呢？笔者

以为，其制度要义同样在于社会主义。正是通过贯彻社会主义宗旨所要求的群众路线并打造了一

支具有先锋队精神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才成功地促进了中央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直接沟通，

实现了“国家的在场”这一国家建设的基本前提。也正是通过让各族人民群众翻身当家做主以及

                                                        
1 本文刊载于《开放时代》2020 年第 1 期，第 111-132 页。 
2 作者为 西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教授。 
3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2

页。 
4 
关于将社会主义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区别于中国古代羁縻制度之质的规定性的具体论述，见常安：《缔造社

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载《学术月刊》2019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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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少数民族群众民生福祉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举措，才形塑起了各族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

和中央政府发自内心的认同。而通过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民族平等之制度前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等制度性组织模式，以及相关具体实践途径，则成功实现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也同样是在

社会主义国家单一制、人民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制度基础之上，民族区

域自治成功地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同民族凝聚成为具备有机整体结构的“中国人民”，实

现了清末以来国家建设的质的飞跃。 

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新中国民族政策的相关政治实践，也可以说是

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一种丰富和贡献。在一个领土广袤、族群众多的国家让各族群众感知和认

同社会主义，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与中

国国情进行有机结合，也需要根据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的具体情势来贯彻社会主义强调平等、共

同体的政治理念。因此，回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也有助于我们体会“民族区域自治”

政策作为一个产生于中国革命这一特殊历史进程的制度实践背后所蕴含的普遍价值。
1
 

从 1947 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到 195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

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再到 1965 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解决我国民族

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奠基历程经历了并不短暂的将近二十年时间。在本文中，笔者拟以建设社

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度要旨为线索，回到 1947 年至 1965 年这一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历程的制度现场，以一种制度发生学的方式，呈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何以

一种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促进、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的制度逻辑和历史语境，以求

对当前我们思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完善，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等命题有所裨

益。 
 

一、社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选择 
 

国家建设，是现代国家所面临的核心主题，也是现代政治学的中心议题。由于不同国家的历

史传统与政治情势差异，以及国家建设理论所涉及的多学科背景，学界关于“国家建设”目前尚

无统一的定义。概括起来，关于国家建设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主权。按照

韦伯的定义，“现代国家是个制度性的支配联合体，它已经成功地确立了在一定领土之内对作为

支配手段的物理暴力的垄断权”
2
，而这种权力的垄断，则需要“设计一套新的政府形式，以便

克服技术困难，有效地管理国民”
3
，因此，国家建设首先指“构建有效的政府体系和制度”

4
，

以及“在强化现有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
5
。其次是国家能力。如查尔斯·蒂

利、斯考切波等学者对于征税能力、政策能力的重视，重在考量“国家制定与实施战略以实现经

济和社会目标的能力”。
6
 再次是认同，或者说公民效忠，即现代国家的公民缘何要认同这个国

                                                        
1
 诚如殷之光所指出的，“这种通过革命实践而建立起的农村与城市、中心与边缘、少数民族与汉族、世界与中

国的联系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种与共产国际那种自上而下态度完全不同的工作方法，以及实践这种从基层出

发方法过程中培养起的对地方实践特殊性与革命理想普遍性之间关系的认识”。殷之光：《政治实践中的“中华

民族”观念——从立宪到革命中国的三种自治》，载《开放时代》2016 年第 2 期，第 116 页。 
2［德］马克斯•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2 页、第 248

页。 
3［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0 页。 
4 Brahimi, Lakhdar, “State Building in Crisis and Post-Conflict Countries”, 7th Global Forum on Reinventing 

Government: Building Trust in Government, 26-29 June 2007, Vienna, Austria. 
5［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07 年版，序第 1 页。 
6 欧阳景根、彭红利：《国家建设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实践创新》，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第 4 期，第 97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1 

家及其制度体系。对此，一般的论证主要从国家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的公共性角度和国家产

生于人民订立社会契约的民主论角度着手，可无论是强调国家之提供公共福利职能的所谓公共

性，还是强调国家的形成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订立的民主性，都是出于一种工具理性或者制度理性。

于是便有了诉诸“民族”的“民族-国家”认同塑造模式以及民族国家理论。 

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建构来处理民族事务，协调民族

关系，巩固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裔公民对于其所属国家的认同，不仅具有少数人权利保护和地

方制度的意义，还直接关系到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巩固与凝聚。“从世界各多

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来看，主要有多元文化主义模式、民族政党政治模式以及民族区域

自治模式等。但无论何种模式，都绕不开多民族国家建设这一话题”。
1
 甚至有学者指出，“西

方发达国家在建构民族认同时，曾经采用过移动边界、族裔纯净化、文化同化和认同组合等路径

或几种路径的互动组合”，一方面其具体举措有“非正义”的色彩，另一方面也未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民族国家内部却朝着更为细致的族群民族主义蔓延发展，国家内部的族群群体沿着彼

此的边界将‘裂痕’扩大化”。
2
 因此，在多民族国家，完全采取自由主义式的均质化国家建设

思路很多时候只是一种理想，如何通过民族政治的现实制度建构，用一种更为细致，更具亲和力

和认同感的方式，来加强多民族国家内在的有机凝聚与认同塑造，便成为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

的核心课题。 

具体到中国，这个曾经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

国家，“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现行《宪法》序言），在近代被陡然卷入列国竞

争、适者生存的世界体系，并且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在边疆地区还面临种种分裂危机。

如何在内有地方割据、外有列强环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格局下，实现自身旧邦新造的现代国家建

设之路，成为近代中国先贤念兹在兹的中心话题。而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国，必须面对如何在确保

既有人口族裔领土的前提下，巩固凝聚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政治共同体，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

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其时民族关系的处理具有了显明的国家建设意蕴，成

为政治家思考建国蓝图时必须直面的主题。但无论是清末新政开启的边疆多民族地区一体化进

程，还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五族共和”政治实践，乃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族主义模式与边疆

整合，其效果和成绩实际上都是有限的，也未能实现多民族大国国家建设的制度初衷。 

真正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清末开启的统一多民族大国国家建设重任的，是中国共产党。早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及至

抗战爆发，则将“团结各民族为一体”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与巩固的必备方略；而抗战以

及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一系列少数民族自治政权，更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式确

立和实行积累了宝贵的制度经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采取之前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

“国族主义”式国家建构模式，也未照搬苏联的联邦制模式，而是立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

国情，立足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革命实践，以

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建设的质的飞跃。而这个“新办法”的制度要义所在，恰在于

社会主义。 

正是缘于社会主义对人民性的强调，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群众路线这一法宝，以及高度重视培

养民族干部的组织人事传统，成功促进了中央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的有效沟通，进而实现了国家

建构进程中“国家的在场”这一制度前提。国家认同，是国家建设中的核心主题。新中国成立后，

通过民主改革，废除压迫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身上的封建、剥削特权，让各族人民群众翻身当家

                                                        
1 青觉、王伟：《多民族国家建设：民族冲突与国际干预》，载《民族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37 页。 
2 严庆、平维彬：《西方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类型化研究——基于弗朗西斯• 福山的“建构主义”视角》，载《广西

民族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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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主，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通过各种措施，解决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医疗卫生等难题；

通过生活水准、民生福祉的改善，让少数民族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央政府的关怀，形塑起各

族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发自内心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国家建设，要求一国内部不同民族之间通过

交往、交流和交融实现有机团结，正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民族平等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所提供

的制度性组织模式、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先进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制度愿景，以

及促进各族人民群众交往交流的民族贸易等增加民族团结的实践途径，实现了“人民五亿得团

圆”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同样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之下，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使得民族

区域自治既确保了国家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当家做主；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的立国宗旨和统

一战线的革命建设法宝，构建起了一个以各族劳动人民大团结为基础，同时团结包括拥护社会主

义、拥护国家统一的少数民族上层及宗教界人士在内的爱国者的人民共和政治共同体；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更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建构提供了超越不同族裔的具有感召力

的意识形态，实现沟通团结凝聚的组织基础，以及协调不同阶级群体利益，创造团结与民主有机

统一的制度能力，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中最核心的制度性力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

正实现国家统一、人民民主、民族团结，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进一步巩固、凝聚；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也由此具有了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的意涵，从而被认为是成功解决我国民

族问题的“新办法”。 

从 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到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

《共同纲领》）正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直到 1965 年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历程完

成的西藏自治区成立，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社会主义的立国宗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

宪制安排，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建设，都必须

面对该国的国家属性和根本制度，立足包括历史传统、族裔结构等基本国情，但目前的国家建设

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仍然重视不足，同时从制度发生

学意义上对国家建设进程的分析也明显不够。因此，在本文中，笔者欲采取一种过程性的国家建

设研究，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我国国家建设的关键历史节点，思考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处理民族事务方面如何采取各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措施，来巩固、凝聚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政治共同体，尤其是试图通过对“国家的在场”-“形塑国家认同”-“各族人民大团结”-“巩

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结构”这一国家建设过程的呈现，来理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中

国国家建设的结构性因素，坚定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二、“国家的在场”：密切中央政府与各族群众的联系 
 

《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宣告了包括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在内的“中国人民

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基本原

则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宪法安排。如何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共同纲领》中对于民族事务

的基本规定，感受到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关心，并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

行进行一定的政策、信息、人事准备，首先需要做的即是采取各种方式实现中央政府与各族人民

群众的直接有效沟通。一方面，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基层得以有效落实、运行的前提条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自治地方的设置模式、自治机关的建立及其人事组成，需要对该地区

的民族状况、民族关系特点有基本的了解。
1
另一方面，这也是改变清末以来边疆民族地区公共

秩序羸弱、民族隔阂不绝现状，重塑民族地区政治秩序，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确立其已经由“被

                                                        
1“比如，在各级权力机关中要体现民族平等，就得决定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哪些民族应出多少代表，在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时，就得搞清楚这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区”。《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

编》上卷（1951-1984），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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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之主人翁意识的必然要求。国家建设，首先需要“国家

在场”。 

（一）群众路线 

新中国成立伊始，即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各民族交流，增进各族人民群众与中央政府联系

的措施。这其中，最典型的即是派出中央访问团分赴西南、西北、中南和东北、内蒙古的民族地

区进行访问。
1
 访问团由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卫生部、贸易

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不同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组成，通过走访少数民族各界代

表人士、召开座谈会和群众大会、举办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等方式，深入少数民族基层地区，向

少数民族群众传达中央政府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宣传《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关于民族平等、民族

团结的基本政策；化解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或者同一民族内部延续几代的

“打冤家”之类血仇；传授先进的生产方式，送医送药，积极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和医

疗卫生事业；了解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民族归属、历史概况、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大量一

手资料，在一些具备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条件的地区，还协助当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建立自治机

关。
2
除了派出代表团访问少数民族地区，还采取“人来人往”“上来下去”的方式，中央和各

地人民政府分批组织一些边疆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和基层少数民族优秀代表来内地参观访问，邀

请各民族的代表来北京参加国庆庆典，让各族人民了解中央政府对实现民族平等、增加民族团结、

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诚意和信心，并现场见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这种派出大规模的中央访问团深入少数民族基层地区，与各族人民群众建立起直接联系，使其对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直观亲切的认同感和向心力的举措，无论是举措本身，还是举措的效

果，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都堪称史无前例的创举。 

党和国家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决定派遣中央访问团深入少数民族基层地区，是基于新

中国以社会主义立国、各族群众均为祖国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和“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之人民性

的彰显，也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社会主义组织路线、

工作伦理在民族工作领域的体现。“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确立的党的根本

工作路线。民族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工作的道理千条万条，归结到一条，就是

把各族群众当亲人，为各族群众做好事，一切为了各族群众，一切依靠各族群众。”
3
群众路线，

讲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党和国家通过群众路线，深入少数民族基层地区，了解到少数民族

群众的现实生活状况和要求当家做主、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烈愿望，为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顺利推行奠定了良好的信息和民意基础。群众路线要求直接面对群众、

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中国古代羁縻制下中央政府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领主、头人、宗教

领袖等上层人士与各族人民群众进行沟通的方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节约治理成本，但无

法确立人民主权的合法性叙事证明，也无法积聚民力以应对复杂的边疆情势。所以，现代国家，

尤其是以社会主义立国的新中国，其实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建构模式也自然需要中央政府与

边疆各族人民群众建立一种新型沟通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派遣中央访问团访问民族地区这

一历史创举成功的制度秘诀之一，即在于群众路线这一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政治法宝，而

                                                        
1 派遣访问团的任务，由毛泽东提议，周恩来部署，并且在访问团分赴各地之前，毛泽东还亲自听取了刘格平等

人关于访问团准备情况的汇报，并亲切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访问团的具体任务，则可概

括为“加强民族团结、了解各族人民疾苦、反映各族人民的意见和要求，直接向中央报告”。刘树生：《万里行

程播金种——忆中央民族访问团在云南》，载《今日民族》2009 年第 9 期，第 40 页。 
2 可参见郭学成在《践行民族政策：中央民族访问团参与西康民主建设》（载《西部学刊》2018 年第 8 期），以及

覃世进在《中央访问团与广西的民族区域自治》（载《当代广西》2008 年第 14 期）中的论述。 
3 
王正伟：《重在平时 重在交心——关于民族工作贯彻群众路线的思考》，载《中国民族》2014 年第 3 期，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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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本身，则又缘于新中国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宗旨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政治伦理。正是通过群众路线，使党和国家了解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手

资料，解决了不同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相关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了各族人民相互了解，并逐步

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也正是通过群众路线，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深切体会

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感知到“国家的在场”，进而意识到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和新

社会新国家主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1
 

（二）作为先进分子的少数民族干部 

中央政府与各族人民群众联系的增强，也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重视培养民族干部的组

织路线传统。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培养大量熟悉民族事务、政治可靠的

少数民族干部，是广大少数民族公民行使自治权、参与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行使当家做主权力

的重要体现，也是建立民族自治机关、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人事基础。 

1949年 11月 14日，毛泽东在就西北民族工作给彭德怀与西北局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在

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

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

能的。”
2
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李维汉，在 1951年题为《有关

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也明确强调：“普遍大量地培养同人民有联系的民族干部，是圆

满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政策，以及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事

业的关键。”
3
从毛泽东和李维汉的指示和讲话中，我们可以知悉，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是其

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其直接目的，在于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提供充足的人事基础保障。

同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的边疆形势加强国家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

联系、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李维汉，都特别强调“共产主

义”及“同人民有联系”，而共产主义和人民性，实际上也是新中国基于先锋队政治伦理的少数

民族干部与中国古代羁縻制下少数民族上层及宗教界人士相比所呈现的全新的特征，尽管二者都

可以被视为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政治精英，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的确有靠近中国共产党而又与群

众有联系的较为进步的人士加入各级政府工作部门，
4
但新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民族区域自治权的行使主体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党员，是“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其作为少数民族政治精英的身份，是基于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

切联系群众的先进性政治觉悟和政治担当，而非基于血缘、财富或政治地位。因此，少数民族干

部作为沟通中央政府与各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其沟通宗旨和沟通方式是全新的，其沟通效果也自

然是前所未有的。 
 

三、形塑国家认同：平等当家做主与民生改善 

                                                        
1
 李维汉的这段话形象地描绘出了少数民族代表感知到“国家的在场”之后萌发的对祖国的认同感与向心力：“祖

国有这么伟大，这么地大人多，这么物产丰富，也是许多代表从来没有想到的。在来北京途中，看到广大肥美

田地上的庄稼，许多人羡慕不止。到北京后，看了工厂，看了学校，看了医院，看了各种进步事业，深信前途

无限光明。尤其国庆节日看到了坚强而雄伟的人民解放军及其装备，大家兴奋到极点，说‘再不怕有什么人敢

于欺负我们了！’”《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载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

务委员会（编）：《民族工作文件选编》第 1 册，1951 年，第 11 页。 
2 毛泽东：《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电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87 年版，第 138 页。 
3 李维汉：《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载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472 页。 
4 黄光学（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7—3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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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国家的认可与服从，一定不是国家强力的产物，而是人与国家之间有机互动的结果，

其内在的逻辑是：人是国家的主体，建设国家；国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基本需求。

据此，国家认同问题，就不简单是人们的国家观念或国家意识问题，而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

没有合理、有效的国家建设，就不可能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和文化基础的国家认同。”
1
 新中国成

立伊始，通过派遣中央访问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基层，邀请少数民族地区上层人士和优秀代表来

内地参观等方式，实现了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群众直接亲切的沟通，但“国家的在

场”，仅仅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构的一个良好开端，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设计和

政治举措来真正赢得认同。
2
 

（一）各族人民平等当家做主：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民性、平等性的必然要求 

通过民主改革，废除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压迫制度，让各族人民群众自由平等地作为国家的

主人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并享受到了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所赋予的各项政治、经

济、文化权利。“新中国建立时，各少数民族虽然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民族

压迫，但是各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统治还基本没有被触动。少数民族统治上层的阶级意识通过社

会化的民族意识、宗教观念仍牢牢地禁锢着少数民族劳动群众的思想，并以此来维护其阶级政权

和统治方式的合法性。”
3
 如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实行的是僧侣贵族专制的政教

合一体制，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实行的是“家支奴隶制度”，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等地的少数

民族地区实行的则是头人、土司统治的所谓“山官制度”。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处于在政治上无权，

在经济上被剥削，在人身关系上则依附于地主、牧场主、领主、头人、土司等统治阶层的状态。
4
另外，部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存在于宗教制度中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也同样对广大信众

造成了人身禁锢、经济负担与个人权利侵害。这其中最典型的即是宗教寺院占有大量土地、牲畜、

商业资本等社会经济财富，对广大信众进行各种盘剥，使得广大信众处于赤贫状态。
5
 

这种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对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

的阻碍
6
，严重影响了各族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和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利，

                                                        
1 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8 期，第 22-23页。 
2 如有学者指出，政治认同的本质是对政治权利的承认、认可和同意，其主要对象是确保政治权利有效运作以构

建包括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的“政治权力系统”，国家、政府、政治制度、政党均是政治认同的具体对象。彭

正德：《论政治认同的内涵、结构与功能》，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 年第 5 期，第 89 页。国家

认同是公民最基本的认同义务，但公民对于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公共体的感知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政治制度、政

治组织的政治行为来体现的，因此其国家认同的巩固程度也和国家具体制度对其的感召力和向心力息息相关。

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而言，正是少数民族公民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由衷认同，有力地促

进了少数民族公民的国家认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 
3 郝时远：《毛泽东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贡献》，载《民族研究》1993 年第 5 期，第 5页。 
4 如在旧西藏，占西藏人口仅仅 5％的三大领主几乎占据了西藏所有的社会财富和经济资源；在蒙区，“封建王公、

牧主和少数上层喇嘛强占了大片牧场，成为最大的畜群所有者”；在新疆，“地主人均所占耕地，是贫农人均占

地的近 14 倍、是雇农的 40 倍”；在广西，“据宜山专区土改的调查表明，地主通过觔斗利、硬利、过街利、抵

押利、卖青苗等各种高利贷剥削和高达 70％的地租来掠夺农民的土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2、

534、602 页。 
5
 如在新疆，有的宗教机构占有的“瓦哈甫地”（当时南疆地区的一种由封建宗教主占有的土地）数量非常庞大，

达几千余亩之多，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受宗教主的残酷压迫，以至于当时在南疆维吾尔族社会中流传着“瓦

哈甫田、瓦哈甫田，买的时候花了钱，种上一辈子，租粮一年又一年”的歌谣。《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

编写组（编）：《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 2 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7-368 页。 
6 
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阿沛• 阿旺晋美曾回忆道：“记得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

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

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挽救了整个西藏。”阿沛• 阿旺晋美：《西藏历史发展

的伟大转折——纪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四十周年》，载《西藏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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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利于调动广大各族人民群众以国家主人翁的状态加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大潮之中，

从而影响到整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而且，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参差不齐的封建剥削

制度，本身也不符合现代国家建构所要求的一国政治、法律制度的统一性。正因为如此，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广大各族群众的愿望，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方式，先后在民族地区进行

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1
 通过民主改革，少数民族地区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得以废除，

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摆脱了封建剥削制度的人身桎梏，翻身解放，走向了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的自

由的新生，也真正享有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赋予的“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权（《民族

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三条）。正是由于建立在人民性、平等性这些社会主义宗旨基础上的少数

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真正成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新办法”。“由

于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各民族自治机关已成为与当地民族人民所亲切热爱的政权，进一步密切

了党和人民政府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联系，激发了少数民族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上‘当家作主’

的积极性和自动精神，加强了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进一步提高了各民族人民的爱国热情，

从而也就推动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
2
 而广大少数民族群

众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也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现代化的重视与少数民族地区民生福祉的改善 

积极恢复与发展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事业，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医疗卫生难

题，通过改善生活水准和民生福祉，让少数民族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央政府的关怀，体会到

作为祖国大家庭一分子的归属感。在农业区，主要是帮助广大基层少数民族群众整修水利、扩大

耕种面积、改良农业技术。同时，以国家投资的方式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生产资料问题，仅

1952 年，西南地区就无偿发放农具达 130 多万件，其中贵州省人民政府仅从 4 月到 7 月就给 72

个县的少数民族群众无偿发放农具 25.5万件，并派遣工作队手把手地教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使用，

从而使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3
对尚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景颇族、鄂伦春族、

鄂温克族等地区和部分黎族地区，发放补助费和无息贷款，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

难。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税，则采取“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方针，对于部分

交通不便、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执行“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政策。
4
在

牧业区，采取多种措施扶助畜牧业生产，“如组织物质交流，发放贷款、贷放生产工具和饲料、

实行免费的防疫注射等，使畜牧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解放以来（1953 年），中央人民

政府发给各牧业区的贷款，内蒙古为 220 亿元，绥远为 144 亿元”
5
。积极发展牧业区贸易合作事

业，组织工业、农业、牧业的相互支援，在向牧业区供应大量粮食与饲料的同时，大量收购土产、

皮、毛，减少贸易的中间环节，提高畜牧业产品价格，使牧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从而改善牧

民生活。
6
 医疗卫生方面，鉴于新中国成立前各少数民族地区恶劣的卫生状况，

1
 党和政府高度

                                                        
1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6 页。 

2
 刘格平：《我国宪法是保障各民族日益繁荣幸福的宪法——兼论五年来的民族工作》，载《政法研究》1954 年第

4 期，第 4—5 页。 

3 1954 年 3 月，中共中央批转西南局民委关于西南区 1953 年在少数民族地区无偿发放农具的经验初步总结，指

出“在生产极端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区，帮助解决农具、改良农具和耕作方法，是使这些地区摆脱落后的生产

状况、改善群众生活的重大措施”，并号召其他有关地区重视这一宝贵经验，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多帮助少数民

族地区发展经济。《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大事记（1949-1988）》，北京：民

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0 页。 

4 黄光学（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 下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页。 

5《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

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1953 年 6 月 15 日），载金炳镐（编著）：《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民族

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98-499 页。 

6 仅 1950 年，西北区皮毛公司就收购了羊毛 1687 万斤，羊绒 1.972 万斤，驼毛 13 多万斤及大批山羊板皮、肠

衣等，“照现在的价格计算，牧民们的收入，可换小麦 9 亿 7千 7 百 82 万余金，换 40 码布 64 万余锭，这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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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将改变少数民族地区传染病横行、人口减少率惊人的局面作

为重大的战略政治任务。在 1951 年召开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卫生会议”，采取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卫生宣传教育，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
2
 组织大量防疫队、医疗队、

抗梅（毒）工作队等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群众赠送药品、防疫和治疗疾病，在少数民

族地区建立各级医院、卫生院或者巡回医院，并援建、新建医学院校、医科预备班，或者在基层

地区以开办训练班的方式为少数民族培养卫生行业骨干。
3
 经过几年的努力，少数民族地区的医

疗卫生格局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传染病发病率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大幅度增长；而卫生队、医疗

队、防疫队所到之处，也获得了少数民族群众发自内心的感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少数

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努力，其所起到的作用“远超出医疗卫生的领域，成为消除民族隔

阂、促进民族团结的有力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群众和上层人士对新中国的向心

力”。
4
 

 

四、社会主义：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

团结。我国历代统治者采取的怀柔政策，是以维护其统治地位为前提的，其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

易见的。”
5
 不同民族之间以及同一民族内部的历史隔阂，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所采取的所谓“分其势而众建之”的治

理模式，都影响到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团结程度。 

（一）民族平等：团结的前提条件 

新中国倡导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尤其是关于民族平等的相关理

念宣示、制度建构、政策推行，为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创造了前提条件。新中国作为一个各民族

友爱合作、团结互助的民族大家庭，各民族不分大小，都享有平等的地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

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6“少数民族在政治上、

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认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

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北牧区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的一笔大收入”。杨静仁：《一年来的民族工作》，载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民族工作文件选编》，第 1 册，第 59 页。 

1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西南各少数民族，极端缺乏科学的医学卫生设备，他们有了疫病，只靠打卦、念经、祭

鬼，求神……藏区流行的性病、云南、西康一带的麻风，和云南边境的瘴气病为害最大。此外，沙眼、胃病、

肠寄生虫、甲状腺肿、风湿等疫病，各地都很普遍，婴儿死亡率一般很高，云南、贵州有的地方竟达百分之八

十”。刘格平：《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西南地区的总结报告》，载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民族工

作文件选编》，第 1 册，第 34页。 

2 万振凡、杨杰：《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医疗卫生建设的历史经验》，载《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 1 期，第 40-41

页。 
3 如 1950 年 2 月，青海省组织医疗队赴互助、湟中等六县农村进行巡回医疗，为 30 多万各族群众接种牛痘，给

7400 多人免费治疗各类疾病，扑灭了两地的麻疹、天花等传染病，并开办了新法接生的学习班；1953 年 8 月

和 11 月，卫生部派赴西藏的两批由外科、儿科、妇产科医生，以及护士、助产士、药剂师组成的民族卫生工

作队抵达拉萨。参见《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大事记（1949-1988）》，第 18、

43 页。 
4 方素梅：《新中国初期民族卫生工作的方针与措施——以全国民族卫生会议为中心的考察》，载《青海民族研究》

2016 年第 4 期，第 135 页。 
5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7 页。 
6 毛泽东：《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1953 年 10 月 18 日），载《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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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同纲领》的第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并设专章规定民族政策，该章节第一条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

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并在随

后三条中就民族区域自治，平等地组织公安部队，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

教信仰的自由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规定。 

根据《共同纲领》中关于民族平等的规定，1951年 5月 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专门发

布了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

指示》；于 1952年 2月 22 日政务院第 125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

成分享有平等权利的决定》；在 1953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中也设专章规定各少

数民族的选举，保障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平等选举权的实现；
2
并就民族平等的实现情况，以及党

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专门检查。
3
可以说，正是社会主义对民族平等、团结友爱、

互助合作理念的强调，对保障少数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基本权利和改善民生福祉之政治战略意义的

重视，为我国各民族紧密团结的实现提供了根本的社会经济条件。 

（二）制度愿景：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斗争、共求解放的革命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

各族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实践，以及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伟大历史使命，构成了处于平等地位的各民族在新中国友爱合作、团结互助、凝聚一体的制

度基础。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密团结、共同

奋斗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诚如李维汉所指出的，各民族地区的政权是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

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经济制度则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

制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的文化正日益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面貌也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中

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则构成了各民族地区共同的组织核心，集中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已经成为

“各民族的共同性或者叫作共性。这个共同性或者共性，就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

基础”。
4
 

而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

家内部各族人民共同的制度愿景和历史使命。“宪法规定我们要把独立了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

会主义的国家，就是要把我们拥有五十多个民族、六亿人口的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代表六亿人民意志的大宪章，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努力奋斗，争取实现宪法

的要求。我们各民族必须在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新的基础上来达到新的团结。……

我们想到将来强大的祖国，就必须在今天强调各民族的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共同努力。”
5
 

社会主义制度为通过民主改革，实现了权利保障和民生改善的各族人民提供了一个面向未

来、深具道德感召力和共同使命感的制度愿景，构成了各族人民认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心理

基础。而国家建设的巩固程度，不仅在于国家建设、制度建构本身所体现的力量，更在于人们对

国家，以及对形塑国家的特定制度和其体现的意识形态发自内心的认同与信仰。“这种法律既不

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每个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

                                                        
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 年 3 月 21 日），载《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405 页。 
2 参见金炳镐（编著）：《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 448-449、464-465、486-487 页。 
3《中共中央批发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关于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1954 年 10 月

24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5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648-650 页。 
4 李维汉：《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续）》，载《民族研究》1980 年第 2 期，第 1-2 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53-2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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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
1
 社会主义制度从提供面向未来的制度愿景和建构共同历史使命的

角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认同的塑造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三）各民族共同繁荣：塑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共同体 

一个团结、凝聚的政治共同体，必然需要以一个密切联系、亲密合作、共同发展的经济共同

体作为基础。社会主义国家重视经济现代化，必然要求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联

系，引领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各民族的团结日益密切，

“社会主义制度把各民族组成统一的经济机体，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使各民族之间的交通日益方

便和频繁，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和各民族人员交错杂居的情况日益扩大，民族闭塞性日益

消失。许多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和人民团体，更日益把各民族的人民

组织在一起”。
2
 限于篇幅，此处仅以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发展民族贸易、兴办国有企业、加强交

通设施建设等为例，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各民族经济共同体塑造的独特优势。 

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各民族群众经济、文化交流，进而巩固各民族团结程度的功能，最典型的

体现就是新中国初期的民族贸易工作。民族贸易，被认为“既是商业工作的一部分，又是民族工

作的一部分；既要体现党的商业政策，又要体现党的民族政策。通过商业活动，发展各民族内部

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加强民族团结，是一个长期的重要的

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
3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基层地区的市场基本上为土司、头人或

者宗教界上层人士所控制，市场规模也很有限，且这些土司、头人或者宗教界上层人士对中国共

产党的民族政策尚持观望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贸易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生产，为少数民族

同胞提供便利，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的同时，也承担着疏通民族关系、获得少数民族群众信任

的功能，甚至在有些边远基层地区，民族贸易的工作都先于地方民主政权建设而行，即所谓“政

权未建、贸易先行”。
4
 民族贸易遵循平等互利、公私兼顾、公平合理的原则，“对那些生活特

殊困难的少数民族，还要在贸易上给以特别的照顾，例如以较低价格供给他们一些迫切需要的生

活必需品（如食盐、茶叶）。国营贸易机构因此而造成的亏损，由国家财政给予补贴”。
5
 因此，

从民族团结的角度，民族贸易在很多时候算的不是经济账，而是政治账；
6
而少数民族的商业干

部也在民族贸易过程中得到锻炼和培养，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贸易还承担着培养熟悉少数民族

地区商业经济，认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少数民族先进分子的职责。
7
 

在边疆多民族地区兴建的一大批国有企业，对于密切各族人民的经济联系，塑造一个各族人

民共同缔造，具有内在凝聚力的经济共同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帮助少

数民族建立现代工业、发展工业经济，作为促使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的一项重要措施，列为整个国

民经济发展计划的重要任务”。
8
一批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兴建，在促进少

                                                        
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70 页。 
2 李维汉：《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续）》，载《民族研究》1980 年第 2 期，第 1-2 页。 
3《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国家民委党组〈关于第五次民族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63

年 1 月 22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3-114 页。 
4 赵妍：《山间铃响马帮来——建国初期丽江专区民族贸易研究（1950-—1965）》，载《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2 期，第 154 页。 
5 黄光学（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页。 
6 如当时新疆曾经在国外订购一些日用货品，后来在获得国内物资调配后希望退订该类货品，周恩来总理提出：

“花点外汇不要紧，还是要把这批货买回来。东西多了，价钱就便宜点，使新疆人民多用一些，国家可以给他

们补贴些外汇。”周恩来：《关于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载刘先照（主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

题》，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9 页。 
7 民族贸易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平等政治基础的意义，可参见殷之光的具体分析。殷之光：《从“拆台平等”到命运

共同体——中国革命语境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及其未来》，载《经济导刊》2015 年第 11 期，第 78-83 页。 
8 黄光学（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下册，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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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完善经济结构、为其培养出一支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同时，不同民族的工

人也在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的生产与生活空间中互通有无、彼此了解、促进团结，建立起融洽

的新型民族关系，并塑造出超越不同族裔的对于单位、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因此，

少数民族地区的国有企业还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即提供一种促进各族工人之间相互学习、

增加团结、建立新型认同的交往空间。
1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状况也严重制约着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建设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项目。当时计划新建的八条铁路

干线中，有五条在少数民族地区或者直接与少数民族地区相连接；
2
举世瞩目的青藏公路和康藏

公路也是在那个时候修建的。这些交通状况的改进，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之间，以及少数民族

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商业交流和群众往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所要求的民族平等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制度为民族团结提供的制度

性组织模式、制度愿景，以及促进各族人民群众交往交流的民族贸易等增加民族团结的实践途径，

开辟了中国各民族紧密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纪元，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实

现民族团结，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的形象写照。 
 

五、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 
 

作为新中国处理民族事务的基本宪制安排，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宪制意义正在于以法律的形

式将全国各族人民组织起来，共同致力于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将共同缔造

了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具有近代以来共同争取解放的革命经历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形塑为政治

共同体、法律共同体。民族区域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既确保了国家统一，

又实现了各民族当家做主，通过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的建立，实现国家政权组织和治理体系的统

一。民族区域自治通过确认少数民族公民的基本权利，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民生，形塑其作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公民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且，民族区域自治能够团结一切拥护社会主义、拥

护国家统一的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共同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大业，建构起

一个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政治共同体。而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形塑，其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国家建设提供了核心的制度力量、组织网络，具有价值感召力能够凝聚全体人民的意识形态，以

及可以实现人民民主和统一战线有机统一的领导力量与政治体制。 

（一）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对苏联模式、任何形式民族自决的

自觉摒弃”。
3
 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

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
4
 在贯彻《共同纲领》中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将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具体化、制度化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个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要的宪

法性文件中，
5
 对自治区、自治机关、自治权利以及自治区同上级人民政府的关系等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施行的关键问题均做出了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二条规定，“各民族自

                                                        
1 可参见刘明明关于喀什棉纺织厂的研究。刘明明：《生生不息：喀什棉纺织厂维汉劳工交往空间研究》，载《开

放时代》2015 年第 3 期。 
2“如贯通甘肃和新疆的兰新铁路、联结西北和西南的宝成铁路、内蒙古集宁到二连的铁路、内蒙古包头经宁夏

到甘肃兰州的铁路、广西黎塘到广东湛江的铁路。五年计划中公路修建的重点，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

沿海地区”。黄光学（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 上册，第 120 页。 
3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1 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57 页。 
5 1952年 2月 22 日政务院第 125 次政务会议正式通过，并于同年 8 月 8 日中央人民政府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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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

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1
 第十一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区自

治机关的建立，应依据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本原则”；第十七条规定，“各民族自

治区自治机关得采用适当措施，以培养热爱祖国的、与当地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民族干部”；第二

十三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法令所规定的范围内，依

其自治权限，得制定本自治区单行法规，层报上两级人民政府核准”。 

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典“五四宪法”更是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

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

的部分”（第三条）。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机关为“中

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以宪法叙事的方式，宣示

了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特征。这也说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不意味着一种简单的民族

联合，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联合体式的松散政治共同体，而是有一个具有内在统

一性的、不可分离的政治共同体、法律共同体。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既是自治机关，又是

中央政府下级机关，是我国国家机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民族区域自治与人民共和 

民族区域自治旨在构建一个以各族劳动人民的大团结为基础，同时团结包括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拥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少数民族上层及宗教界人士在内的人民共和的政治共同体。这是统一多

民族国家宪制建构的重要一环，其重要性在于将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各类

个体和群体整合为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集合体，进而确立了作为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多民族国

家中人民与国家的内在统一性。
2
《共同纲领》第一条开宗明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

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

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

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宪制建构中所承担的使命，正是通过

确立各族人民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共同行使当家做主权力的社会主义民族事务处理模式，

将各民族劳动人民凝聚起来，并团结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少数民族上层

及宗教界人士，“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

一个是工农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这是我们阵线的基础，是最重要的，是决定我们命运的。……

另一个是劳动人民和一部分可以联合的剥削者及其代表的联盟……加入这个联盟的还有少数民

族的上层分子、宗教界人士等。这就是目前我们说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3
以工农为主的各族

劳动人民，经由“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历史进程，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

体、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规定之下，已由旧社会被压迫的他者地位变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

人”，劳动者的政治领导权地位，劳动作为“国家主人”的承认与识别标准，在《共同纲领》中

也得到了载明。
4
因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民族事务的宪法制度，其所规

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作为劳动者的广大少数民族群众。
5
1952 年通过的《民

                                                        
1《纲要》文本内容均引自金炳镐（编著）：《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 469-473 页。下不一一注明。 
2 林尚立：《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1-2 页。 
3 刘少奇：《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4-315 页。 
4 参见王旭对劳动作为国家主人识别标准的分析。王旭：《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劳动

权规范的一种阐释》，载《中国法学》2010 年第 3 期，第 76-89 页。 
5 实际上，早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初创时期，即在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就明确强

调了这种人民性及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原则。“在政治上，应进一步发扬民主，过去各级政权未改造或改造不彻

底的，应使之重新改造，以期在自治政府治理下的各族人民，其中包括着长期受压迫的妇女，均得享有平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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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在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主体、自治机关组织和运行原则等方面，也均强调

了人民的主体地位。
1
而彰显人民性，以及强调作为劳动者的少数民族群众当家做主，正是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新办法”之“新”所在。 

但是，“为了实现我们伟大的目的，我们不仅需要在劳动人民内部有巩固的联盟，而且还要

和一部分剥削者结成联盟。……少数民族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教育和组织少数民族中

的劳动人民，这是基本的；又一个方面是要对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2
“在

处理民族问题时，特别是边疆民族问题时，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央政府争取少数民族精英的手段。

按民族界限争取上层精英的支持在建政初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选择。”
3
通过政协会议的组织形

式邀请少数民族上层精英共商国是，吸纳拥护新政权的少数民族精英加入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机

构，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要和上层人士协商，均是这种团结联盟、统一战线的体现。
4
民

主改革在少数民族地区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少数民族上层及宗教界

爱国人士占有相当比例，这些都说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各族人民群众的共同愿

望。而对于这些昔日的剥削者来说，放弃剥削地位走向社会主义新生也同样是一种解放，一种获

得“劳动者的政治领导权”意义上的解放。可以说，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

昔日横亘于同一民族内部的阶级鸿沟得以消除，一个更具有广泛意义的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政治

共同体得以形成。 

同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还具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属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各民族人民共同参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事务管理，在涉及各族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决策或

实施前，进行广泛深入的协商，进而形成充分的共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自治机关组成

的多民族属性，以及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议事协商方式，为各民族平等地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制

度基础。而通过各民族共同协商，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也得以进一步巩固凝聚。
5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最核心的制度性力量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之所以能够成功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成为

解决民族问题的新办法，最根本的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

征。中国共产党是实现各族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领导力量，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

家维护政治整合的重要优势。
6
 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各类个体、

群体如何整合为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需要具有先进性的团体来引导和组织，需要提供

超越不同阶级、民族、地域的凝聚全体人民的愿景，需要有能够引领和带动各族人民，将各族人

民组织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组织网络和干部队伍。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构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

                                                                                                                                                                       
位、选举权、被选举权及充分的民主自由。‘蒙古人民要当家’，是什么样的人民来当家？首先是农民、牧民和

青年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政治，则自治政府的存在就失去了广大的基础。”《云泽在内蒙古人民代

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提纲（1947 年 4 月 24 日）》，载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诞生

档案史料选编》，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 页。 
1 参见金炳镐（编著）：《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 469、471 页。 
2 刘少奇：《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5-316 页。 
3 胡赣栋：《民族与阶级：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策略》，载《开放时代》2014 年第 4 期，第 28 页。 
4“要安排好上层人士，使他们的生活不比改革以前坏。在群众迫切要求改革的情况下，上层人士考虑到改革后，

政府将给他们安排工作，生活不会比以往依靠剥削的时候坏，他们就会同意改革。这样，上层人士和群众认识

基本一致了，改革就容易进行了。这就叫做和平改革。”周恩来：《稳步地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1956

年 7 月 24 日），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

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6 页。 
5 马俊毅：《论族际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 年第 4 期，第 19-24

页。 
6 常士訚：《“两个共同”与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载《民族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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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实现人民共和宪制结构的最核心的制度性力量。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

国的过程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情相结合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的奠基历程，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

民族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社会变革的奋斗历程。 

“从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角度看，最具原初形态的‘意识形态建设’往往就是指涉

一个国家的立国基本精神，以及这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得以立基的信仰与价值体系”。
1
 中国共

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强调人民当家做主、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确立起一套超越族裔认同的意识形态叙事和国

家认同机制，对广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具有极强的感召力，也起到了非常好的动员作

用。巩固国家建设，首先需要“国家的在场”，清末民国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施政的一大困境，

即是中央政府与边疆各族人民群众直接沟通能力不足，国家对各族人民群众动员能力低下。能够

深入基层，善于做群众工作，拥有一批具备坚定政治信念和政治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勇于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先进分子，是中国共产党相比近代以来其他政治

组织的独特优势。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很快就决定向边疆少数民族基层地区派出中央访问团，

加强中央政府与各族群众的直接沟通，并且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赋予了各族人民群众当

家做主的权力，改善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民生福祉，赢得了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同；同时，

注意吸收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发挥少数民族党员在地区治理、社会主义新型

民族关系建立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各少数民族地区，凡是已经发展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出身的

党员，并从他们当中培养了一批干部的，许多工作就比较好做，也容易扎下根子”。
2
 因此，王

震在赛福鼎等人的入党仪式上的讲话，就将新疆范围内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视为新疆人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视为确保“新疆人民顺利地走上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道路的有力保证。
3
可以说，正是人民性、先进性这些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的必备要素，以及

群众路线这一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尤其是全面融入基层社会、维护群众利益、

具有高度组织力和行动力的党的组织体系，构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在边疆地区进行国家建设的核

心力量。 

而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民主，更具体地说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自治机关的建立，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翻身当家做主，“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通过统一

战线，团结了一切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国家统一的少数民族上层及宗教界人士，建立起一个内含

劳动者联盟和爱国者联盟的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政治共同体，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阶级、

族裔、地域的人口凝聚为具备有机结构的“中国人民”，从而完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宪制建构的关

键一环。而这个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政治共同体维系、巩固的核心要旨，即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 

 
 

                                                        
1 曹海军：《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国家建设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验》，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第 7 页。 
2《中共中央批发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关于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1954 年 10 月

24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5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666 页。 
3 王震：《新疆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是新疆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零一零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33 页。“到 1956年 3 月底，全新疆共发展新党员 34024 名，其中少数民族党员 27833 名；党的组织体系也

得到极大的发展，全新疆建立了两千五百多个基层组织。”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

共新疆地方史》第 1 卷（1937-1966 年 4 月），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264-265 页，转引自胡赣栋：《民

族与阶级：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策略》，载《开放时代》2014 年第 4 期，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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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1947年至 1965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基于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宗旨，密切了中央

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的联系，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实现了各族人民大团结，

巩固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时至

今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

济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
 并被确认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

一。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体现。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国内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工作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与挑

战，这也对我们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

建设，提出了更重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面对这些阶段性特征和挑战，我们仍然应该坚定道路自

信，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

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2
新

形势下，我们仍然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本质特

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政治方向，坚持七十年来解决中国民族

问题的一系列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
3
我们在新形势下思考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也需要将其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大局中来把握，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各民族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好地承担起其在新时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

设中的光荣使命。 

 

 

【网络文章】 

造“国民”与造“民族”不可偏废 
《三联学术通讯》“我的日常阅读”特辑 10 

https://mp.weixin.qq.com/s/CF8Rc7CmX2pypevswnJ1DA（2020-4-3） 

 

郑少雄 

 

1月 18、19日我供职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举行建所四十周年学术庆典；20日晚我的父母

在闽南乡下大宴宾客庆贺乔迁；21 日晚我进城参与接待了一位远道来莆田寻根的学者；22 日晚

我又到沿海参加一场更大规模的乡村婚礼，由于当地全国性的同乡同业网络，婚礼参加人可能归

自所有省份包括整个湖北。这些日子，每一天都吉祥、盛大、稻花丰年、家家扶得醉人归，就在

                                                        
1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4 页。 
2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求是》2019 年第 7 期，第 5 页。 
3 如民族工作要打通“最后一公里”，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基层，重在交心、将心比心，让少数民族地区最基层的

群众感受到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培养和大胆使用政治过硬、德才兼备、敢于担当的少数民族干部，重视少数

民族基层地区的党组织建设；将发展作为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基层

地区的民生问题，着力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尤其是解决就业和教育问题，用真正惠及基层群众的

措施来巩固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群众的国家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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